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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精神国防”与“非常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教育政策研究

内容提要：　该文论述了“非常期”之非常政策———“精神国防”的实质，及萧友梅、陈洪、柳诒徵等
音乐家、教育家与之相应的关联。作者特别针对该时段之中国“战时教育”及所引发
的“战时教育大讨论”展开论述，并揭示了由“非常期”的教育政策所造成的音乐教育
思想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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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萧友梅所说“音乐是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及“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
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１］中的“精神国防”，是蒋介石制定的抗战政策主旨“精神国防”的延
伸。１９３４年７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团的训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说：

作战尤其是我们现在要抗倭，并不在物质，而完全要靠我们的精神。我们如果有了革命的精
神，无论物质如何缺乏，也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２］

其十分清晰地表明了“精神力量，大于物质力量”的本意。如果说当时蒋介石在发表上述言
论时，“革命精神”的内容，相对庞杂①，但自七·七事变十天后，萧友梅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写给教
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之前，蒋介石７月１７日在庐山发表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４］的“抗日宣言”后，全国上下，包括共产党人，
均以响应。毛泽东事隔数月（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一文称，这是“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并说“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
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５］

战时教育大讨论

萧友梅给王世杰的信，表明了他也坚决拥护蒋介石的这一抗日主张的鲜明态度，并积极地行
动了起来。而当萧友梅写信前，还有一个背景，即，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天津沦陷后于８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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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的《大公报》在移师上海、武汉后②，至同年１２月１３日停刊前③，曾发起关于“战时教育”的讨
论。据学者研究表明：这是因为抗战爆发后，青年们对读书与抗战，求学或救国等“两难问题”，很
难做出抉择，《大公报》接连收到各地许多学生来信诉说苦闷。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天津南开学校
在重庆开校庆纪念会，《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从南开复兴说到一般教育》，首次提出“战时的中
国教育要对抗战救国有直接效用，使教育适应战时需要”这一话题，并呼吁对教育的改革“在半年
一年之内，是必须要完全解答的！”此后，社会各界在《大公报》上展开了战时教育的讨论。［６］

至１９３７年底，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教育不能依平时模式，战时用战时教育，或者说参加抗
战就是教育，实际上是取消正规教育。其主要论点为：１）使全国热血青年直接从军。２）所教授的
功课务必以抗战需要为主旨。３）中学和大学的文化课停止，并将学校固有界限打开，分别举办各
种抗战所需要的训练班。
而与之相对的观点为：要求以“最后一课”的精神，维持教育事业。学生在非战区，不能影响

学业。教育不仅应纳入常规，更须加紧进行，切不可存避难观念。并拨二十五万元专款，办各种
临时大学。
总之，关于改革教育路向，当时，大略分为三派：一、不要正规化教育，二、改革现行的正规化

教育，三、维持原来的正规化教育。教育当局支持最后一种观点（详后），但不被当时多数学生、教
师理解，并遭到报纸舆论的批评。有的学生愤言：“政府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最后关头，
还叫大学生呆在课堂里，上些无关抗战的课，不使他们在短期受些特殊的训练，分派到各处去做
实际的工作！”这种批评，隐含着“学生奔赴战场而不要空谈学问”的召唤。更有学者认为：“二十
五万块钱拿去办临时大学，何不用作训练干部人才。”他们呼唤教育界人士敦请政府立刻实施战
时教育，表示“我们不愿苟延残喘得过且过，不愿学老鼠搬家暂时立足，不愿意使学生读死书，消
沉他们的热忱与意志！”当时《大公报》，立场鲜明地支持了这一观点，说“我们简单意见，以为中学
大学之平时课程，应当停止，而分别代以某种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即令其实行服务，赴前线，或
入乡间。”［７］

音乐界的陈洪，参与了当时的讨论，并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发表了系列随笔《战时音乐》等④短
文，表明了“战时音乐，有其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ｔｒｅ（按：法语，意即存在理由）的意见，并明确指出：

在战时，社会意识单纯化了，集中化了，各人心内最大的愿望是把敌人打败，如何把敌人打败
成了全国一致的问题，战时音乐也自然需要反映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强调抗战情绪的将成为
主要的音乐，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纯粹主观的音乐变成次要……战时音乐是应该存在的，“救
亡歌曲”当然是很有力量的一种。［８］

②　胡政之等人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８日，在武汉创建《大公报》汉口版。

③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命令上海各家中文报纸必须将报纸小样送检。胡政之与报馆主要干部一致表示：“宁可

停版，绝不接受检查！”于是，上海版和汉口版的《大公报》被迫停刊，报社不得不办起了重庆版和香港版。

④　其余各篇为《好景象》、《出马啊！》、《我们不要大佬倌》。

但同时，他还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决不能如一般的观察者那样，把‘救亡歌曲’一类的
东西看作唯一的战时音乐！……音乐的力量决不止此，战时音乐的效果也不一定倚靠着口号式
的歌词。我们尚须于‘救亡歌曲’之外作更进一步的追求。”其理由是“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是永远
不能用以看音乐的！”（同上）由此，陈洪遭致“救亡派”的长期围攻。（此当另文专论）
而萧友梅可说是彻底贯彻蒋介石“精神国防”的典范。并与当时的青年人，及《大公报》结论

一致，表现出在“非常期”的变通精神。他办纯音乐的军乐队指挥、或群众合唱音乐指挥班，是其
民众音乐思想的一种突进，他在１９３７年曾说“音乐乃人群必需之艺术，欲使其急速发展，须赖各
地爱乐者多组织团体研究提倡。”［９］而他对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也表明了支持的态度，在他写这
封信的前三天，曾对音专出身的何士德、吕展青（吕骥）等人领导的抗日歌咏运动，给予了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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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称他们纷纷组织歌队“有如春笋勃发不及计算，这真是最近音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并特
别对歌咏的指挥者，提出了“要注意歌唱队员的音质……各部声音分配比例要适当，唱歌教材要
认真选择，并注意其用法”［１０］等三条训练歌咏队的建议，由此可见他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
动的关注。
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在非常期办学方针的改变，表现出一个专业音乐教育领导的审时度

势，及怀抱着的国家危难时的“匹夫之责”。
同时，萧的言论，表面上与陈洪“以功力主义的眼光是永远不能用以看音乐的！”似有矛盾，但

实际，陈洪的立意是：“救亡歌曲”绝不是“唯一的战时音乐”。而萧友梅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主张办军乐队队长养成班，就是上述“救亡歌咏运动”之外的音乐形式，这和陈洪所强调的精神是
一致的。并且这是“非常期”的短期音乐行为，绝不是“音专”教育方针的全部。虽其未及公布，萧
友梅也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去世，但变通以往办学方针以应战时教育的非常之需，似成必然，只
是如何、或朝哪个方向变的问题。在当时“战时教育”的讨论中，另一种十分重要、但并不被“时
人”所理解的观点，即“战时教育平时看”，在此刻的我们似有“逆向考察”之必要。蒋介石认为：

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
一概打破所有的正规教育的方法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教育的方法
呢？……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面环境，甚
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
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室、实
验室、研究室赶出来，送到另一种环境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切
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
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
时，还应该看到战后。［１１］

当时的教育总长陈立夫，也坚持这一主张，他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
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
义。纵在平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陷）无人可
用之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战争发生时要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危城讲学，百年树人。”［１２］

柳诒徵⑤在此讨论之前，就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⑤　柳诒徵（１８７９－１９５６）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１７岁考中秀才，后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毕业后曾任教江南高

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宁属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并一度主持镇江府中学堂校政。１９１４年２月，应聘为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１９２５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后一度离去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

１９２９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建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

今之论者，往往以为非常时期之教育宜有异于平时，欲举平时所授之一切课程……悉从阁
置，而惟从事于军事训练，此脑筋单简……凡今之立国于大地而能优越于他国者，其平时之教育
罔非为作战而设……乃至文学、图画、历史等科，似于战时无用矣，然鼓励民气，发扬国威，则文士
之笔端，亦不亚于战场之枪炮，军歌、国乐，奋起士心，讽刺描摹，晓谕民众，美术、音乐皆战具也。
增加吾人之自信力，导引群众之爱国忱，制为幻灯，演之播音，昭告旄倪，广逮妇豎，弹词平话，在
在有资历史，独无关于战事乎！故在知者论之，一切学术一切教科，凡平时之所从事，皆非常时期
所不可缺，且视平时尤应十百千万倍努力用功焉。［１３］

以上实际说出了萧友梅所“言”的未尽之意，即在战时，教育依然要延续。而与萧友梅不同之
处是，柳诒徵强调：战时教育与平日相比，形式相同，仅内容变异而已，并且心无旁骛学好自己的
专业，其实是对抗战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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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韦卓民（１８８８－１９７６），广东珠海县人。１９０３年随父至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备馆”（中学部），１９０７

年升入“正馆”（大学部），１９１１年毕业。历任文华大学训育主任、文华大学教授、私立华中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他是中国基督

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

　　当时很多在校学生，决心放弃学业而上战场，为鼓励这种行为，吕骥曾专此，创作了歌曲《毕业
上前线》［１４］（见谱例１，成仿吾词），但出于对学生生命、人生价值的考虑，很多著名学者及国民党高
层人士，坚决反对学生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奔赴战场的刚烈行为。韦卓民⑥认为：
谱例１．

将所有的学生派赴前线，其代价终究是太高了；试想把他们培育到大学程度需要十几年的时

间，而目前全国的人口中，大学生仅占万分之一。他们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

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我们当前的口号是“抗战建国”，假使我们的抗战忽略了复兴，

那不啻自毁立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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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一级上将陈诚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长沙临时大学所作《关于教育学生的任务》的演讲中，针对
热血青年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奔赴战场的壮举，曾劝诫道：“做学生的也就要安心求学，方使前方后
方，井然有序。倘使做军人的反到后方读书，做学生的反到前方作战，这还成什么样子！诸位读过
西洋史，知道纪元前三世纪罗马人攻入希腊城时，希腊的大科学家亚基美得，一面沉着的在实验室
继续做‘比重’的试验，一面愤怒的大骂罗马军的野蛮，我们就要有亚氏这一种死守不屈的精神。”［１６］

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学生与军人反串，无益于战事的最直接而真诚的告白。
虽然中国共产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对此评价甚低，认为：“过去一般教育学术界的最大弱点，

就是还不能充分把握抗日现实，还不能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的相结合，使书本与现实溶合为一；甚至
故意逃避抗日现实……千方百计阻挠青年学生思想之发展。”［１７］但这是从国家教育的长远大计着手
的远见立论，萧友梅对此虽未及实行，而仅是在变通以往教育方针上有些设想。但表现了一个专业
音乐家“抗日”的鲜明态度，而他的后继者中，特别是吴伯超，深得萧友梅办学精神的要领。他在“非
常期”办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其幼年班，既是一种战时音乐教育的短暂模式，更是为战后考虑的
百年大计。萧友梅与共产党人及其救亡派在思想上之契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同仇
敌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仇敌的历史真实。
结论

教育路向、方针、政策的争论，必然导致不同教育方略的实施，并影响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中
国的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不能以一时、一事，论成败英雄。而国家的教育立法者，如短视或在教
育方针上有所偏差，中国教育事业必将走入歧途。萧友梅及其后继者在非常期所倡导的“音乐上的
精神国防”，是当时在抗日战争大环境下产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思潮”的一个分支；是术有专攻，
及一介文人在不能投笔从戎之时，以“文思”及所长，契合时代风潮并积极而“入世”的表现。由于角
度、高度不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一般执行者，在理解上产生的偏差及争执，在所难免。而作为历
史研究者，在对历史上发生事件的定性时，要回归或曰把自身放置于历史的环境之中———以充足
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证明历史的真伪，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近乎合理的评判。对前朝旧事，不能
将当今的历史、政治价值观移驾其中。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当时的合法政府，不能因其在１９４９年被
中共战败而随之承受不应有的责罚，并将其所有一切均视为反动。特别是教育上的国策及与民众
理解上的偏差，应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而不能移花接木，或只看树林不见森林。
本文由“战时教育大讨论”联带出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类：实用的战时教育策略；非实

用而长远的教育谋划。我们在今日评判之时，不宜加入任何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甚至党性原则。
前者，是国民教育方针非常期的“非常态”；后者，是非常期的“长态”。而能够在“非常态”中考虑
到“长态”的效应，是高瞻远瞩的。但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岌岌可危之境，以实用的角度思考
教育方针与走向，并相应出台临时教育手段，以应不时之需，也有其合理性。故必然产生综合两
者、并将两者优长兼顾的第三种教育走向议论及作法。作为北洋及国民政府两朝教育界“要人”
的蔡元培曾说：

学生在求学期间，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
是说学生应完全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
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
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救国问题，谈何容易，决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以生效的。从前勾
践雪耻，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在如今学校里，
能努力研究学术，格物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外务
少管些，应酬以适环境为是，勿虚掷光阴。宜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实验室里下工夫，他日学成出
校，出国效力，胸有成竹，临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的学生亦如是，那末
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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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已届花甲的蔡元培，实际是以一已之宝贵“经验”告诫学子“勿空谈爱国”并且“爱国有
方”！此虽非“非常期”言论，但理应为“非常期”效纳！当然，孰是孰非？最终应由历史做出裁决。
而军人、学生各司其职，在当时显得十分重要，但并不为时人所理解，这无疑是一种短视。其实抵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除汪精卫等汉奸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各行各业在投入行动
时的不同表现，是由行业特点所决定的，绝不应强求“一致”！甚至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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